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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地理与苏轼诗歌的精神原点
莫真宝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24岁的

苏轼携妻王弗、子苏迈等，与父亲苏

洵、弟弟苏辙一道，从眉山启程，乘船

沿 岷 江 南 下 ，经 青 神 县 到 乐 山（嘉

州），转入长江，经渝州、过夔门、穿三

峡，舟行 60 日，水程 1600 余里，抵达

荆州（江陵府）。

这是苏轼第二次出川，也是他第

一次选择走水路。3 年前，苏轼兄弟

同榜进士及第，名动京师，而未及授

官，旋丁母忧回蜀奔丧守制，此番服

满东行，是真正意义上以士大夫身

份走向帝国的中心。60 天的江行途

中，父子 3 人“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

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共作诗

文百篇，编为《南行前集》。其中收

入苏轼诗作 40 首，这是他现存诗歌

的真正起点。

这段旅程所经过的川江——长

江上游自四川宜宾（戎州）至湖北宜

昌（峡州）的河段，全长逾千里，以激

流险滩和两岸崇山峻岭著称。重庆

以上的 370 公里为上川江，流经富饶

的四川盆地；重庆以下的 660 公里为

下川江，流经三峡地区，两岸山峦夹

峙，水流湍急，故又有“峡江”之称。

正是这段峡江，以极其险峻的地理形

态，为青年苏轼提供了丰富的诗歌经

验，也为他此后 40余年的诗词创作埋

下了影响深远的伏笔，不断塑造着他

的诗歌精神。

作为苏轼出川诗中标志性的作

品，《江上看山》全诗八句，其曰：“船

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

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

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

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这

首七言古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捕捉

到了川江航行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视

觉经验。倘若在开阔的平原上行船，

如“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

昂 ”（《出 颍 口 初 见 淮 山 是 日 至 寿

州》），两岸景物缓缓后退，诗人有的

是时间从容打量，但在峡江激流中，

船速极快，两岸群山扑面而来，又倏

忽而去，诗人无法像在山中漫步那样

细察一峰一石。于是，苏轼将静态的

群山写得如“走马”、如“惊奔”，化静

为动，以山的动态反衬船行的迅疾。

这种写法并非出于修辞上的刻意求

新，而是川江地理形态赋予诗人独特

的观看方式：以激流中的船为视点，

天然地将“看山”变成了一种动态的、

稍纵即逝的视觉经验。末两句“舟中

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更是

将这种快推向了极致——诗人刚想

与山径上的行人打招呼，船已如飞鸟

般远去。这不是想象，而是身处峡江

激流中的真切体验。

与《江上看山》这首轻捷灵动的

七古不同，苏轼进入瞿塘峡后所作的

《入峡》，是一首长达三十韵的排律，

以沉着细密的笔触逐层刻画三峡地

貌。“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写峡

江入口处两岸绝壁陡然合拢如佛龛，

仿佛给人一种无路可走的压迫感；

“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写浩荡

江水被峡谷收束成一个个深潭；“风

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则以人体的

呼 吸 吐 纳 来 比 喻 峡 谷 中 的 风 云 变

幻。这些诗句显示的是一种与《江上

看山》截然不同的地理经验：前者是

疾驰而过的“看”，后者是身陷其中的

“感”。《入峡》的每一句都来自身体对

峡谷空间的真实感知——风如何吹、

云如何生、水如何流、山如何立。在

这里，苏轼不是一位外在的旁观者，

他被深山峡谷包裹，得以用全部感官

去体验这片峭崖壁立与江流激荡纷

至沓来的物理空间。

这种入峡后“身陷其中”的经验，

在《出峡》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当

船只终于驶出三峡、眼前豁然开朗

时，苏轼写道：“入峡喜巉岩，出峡爱

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

“入峡”所见“巉岩”与“出峡”所望“平

旷”，是地形变化带给人的两种截然

不同的地理体验，但诗人皆以“喜爱”

的心情将其置换为无累于心、所遇即

安的同一种值得珍视的生命状态。

从逼仄的峡谷到开阔的平原，不只是

一段水程的结束，更是一种心境的升

华。苏轼在此显露的，正是后来贯穿

他一生的那种“无往而不可”的“如行

云流水”般的旷达，他不执着于一端，

而是在每一种环境中都能找到安顿

身心的方式，所谓“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心安处是吾乡”。

抵 达 荆 州 后 ，苏 轼 一 行 舍 筏 登

岸，过完农历春节，才改由陆路向京

城进发。他一口气写下《荆州十首》，

收入《南行后集》。组诗开篇即是对

出峡后地理面貌发生巨变的总结：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语意可

能来自李白《渡荆门送别》中的“渡远

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从峡谷的“巉岩”到楚

地的“平川”，地理环境的跨越带来视

野与心境的双重舒展。这组诗被后

世学者视为苏轼青年时期五言律诗

的代表作，其渊源可上溯至杜甫的

《秦州杂诗》——杜甫在秦州写山川

形胜与身世之感，苏轼则在荆州写平

川万里与兴亡之思，地理环境的差异

造就了诗风的不同，但“以诗纪行、以

诗咏怀”的精神一脉相承。

川江地理对苏轼诗歌的影响，并

未止于这次出川之旅。

他 一 生 辗 转 于 大 江 南 北 ，知 密

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

州、定州，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所到

之处多有江河，而他笔下的“江”，时

时带有川江的印记。

有学者指出，苏轼诗词中的“地

方性”，来自他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

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

识等。“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

入海”，长江与岷峨雪水相连，是流寓

者对原乡的眷顾。而在黄州面对长

江时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那磅礴气势的源头，何

尝不可以追溯到 24 岁那年穿行夔门

时对“大江”的初次体验呢？正是川

江的雄险与浩渺，在青年苏轼的心

中植下了一种对“江”的宏大感知方

式，这种感知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不

断被唤醒、被深化，最终化为“云散

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般的

时空意识。

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提到，沿

途所见所闻“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

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皆“杂然有触于

中，而发于吟咏”，道出了一个朴素却

深刻的道理——地理不只是诗歌的背

景，更是诗歌的催化剂。苏轼说，“我行

日夜向江海”，川江的激流教会了他

“快”的观看——“前山槎牙忽变态，后

岭杂沓如惊奔”（《江中看山》）；峡谷的

逼仄教会了他“深”的感知——“萦纡收

浩渺，蹙缩作渊潭”（《入峡》）；出峡的开

阔则教会了他“旷”的心境——“仰见天

苍苍，石室开南向”（《出峡》）。这三种

地理经验——快、深、旷，在他 24岁的

诗作中同时登场，并在此后 40余年的

创作生涯里不断产生回响。

那条奔流不息的川江，不仅把苏

轼从巴蜀送到中原，更把一种独特的

地理感知方式植入他的内心，成为他

诗歌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底色。

中国诗词地理品读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往来名山

书院，以诗叙事，以词抒怀，写山水

清嘉，记弦歌盛况，托治学之志，寄

家国之情。在古诗词的笔墨之间，

书院早已超越砖瓦楼台的物理形

态，化作山水与人文共生、求知与传

承并行的文化意象。细读这些篇

章，于字句间回望千年书声，可从中

体悟中国人的精神底色，读懂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的深层密码。

山水之志：
山水清音与人文圣殿

古代书院多选址于山水清幽之

处，远离喧嚣，便于学子静心向学、

体悟天地，践行“天人合一”的教育

理念。山水滋养书院文脉，书院赋

予山水灵魂，二者相融，成就藏于自

然间的人文圣殿。

天下名院，多揽山水之秀。岳

麓书院卧于岳麓山麓，俯望湘江千

里，徐玑诗云：“屋舍如庠序，读书兼

教文。来兹望南岳，青似一重云。”

（《岳麓书院》）山色如黛，云影徘徊，

书院静立其间，文教气象与自然风

光浑然相融。白鹿洞书院深藏庐山

幽谷，绝尘避俗，王贞白读书于此，

挥毫写下：“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

光阴一寸金。”（《白鹿洞》）林静泉

清，鸟语书香，最宜静心治学。嵩阳

书院雄踞嵩山之麓，古木参天，气象

雄浑，李廌赞其：“崇堂讲遗文，宝楼

藏赐书。”（《嵩阳书院诗》）山川厚

重，与儒门学风相得益彰。

古人筑院，尤重清雅，多植松竹

草木，以自然之姿涵养君子之风。

李群玉《书院二小松》云：“一双幽色

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

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小松

凝翠，风送清声，与琴声书韵相映成

趣，使读书问道兼具人文意趣与山

林之美。

儒家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水从来不仅是观景对象，更是修

身悟道的精神场域。山喻沉稳，水

喻清明，四时流转，启人体察万物、

参悟至理。书院嵌入山水之间，让

学子在俯仰天地间开阔胸襟，在静

观万物中砥砺德行。贾岛笔下的唐

代书院如是：“满庭花木半新栽，石

自平湖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

地经山雨几层苔。”（《田将军书院》）

庭院无雕梁画栋之奢，有草木清幽

之雅，朴素而自有风骨。韦应物、柳

宗元等人多有山居书斋之作，写晨

读暮吟之闲适，记与草木经典相守

之安然，奠定了书院融于山水、读书

归于本心的文化底蕴，也确立了清

雅淡泊、崇德尚学的精神传统。

精神图谱：
问道之心与传承之念

传道弘道、守学续脉，是书院亘

古不变的使命。书院汇聚大儒贤

才，广纳四方学子，以经典为根，以

圣贤为范，穷究义理，探求本源，构

筑起读书人丰盈厚重的精神世界。

历代书院诗词镌刻着古人问道求索

的初心，承载着文脉永续的信念。

宋代为书院鼎盛之期，理学诸

儒以书院为讲坛，阐扬学说，教化天

下。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定学规，

整学风，垂范后世。其诗云：“昔人

读书处，町疃白鹿场。世道有升降，

兹焉更表章。”（《白鹿洞书院》）回望

先贤遗迹，立志重振斯文，彰显接续

道统、守护儒脉的担当。朱熹与张

栻岳麓会讲、与陆氏鹅湖论辩，一时

思想激荡、学风蔚然，成为中国思想

史上的璀璨篇章。

勤学笃行、孜孜不怠，是书院学

子的精神底色。刘过《游郭希吕石

洞二十咏·书院》以农事喻治学：“力

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

多，会有岁稔时。”道出厚积薄发、勤

耕终有收获的至理。古人读书，不

只为科场功名，更在格物致知、修身

正心，于经典中探寻天地大道，于静

修中安顿精神生命。

书院藏书守典，弦歌不辍，护文

化火种不熄；广育英才，敦风化俗，

助文教昌明。杨万里诗云：“君不见

晦 庵 先 生 妙 经 学 ，庐 山 书 院 榜 白

鹿。”（《寄题万安萧和卿云冈书院》）

追怀朱子风范，礼赞书院传扬圣学、

教化一方的价值。王阳明被贬龙场

时创办龙冈书院，教化边地民众，其

《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云：“闲来聊

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改课

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他

摒弃死记硬背的教学之法，以研几

悟道为核心，将文化火种播撒于蛮

荒之地，诠释了书院无分地域、以道

传承的使命。

道统之承：
诗词托起的文化使命感

千年间，文人于书院坚守斯文、

传承圣道，诗词则记录下这份文化

担当，让道统与文脉绵延不绝。

书院重诗礼教化，讲求文理兼

修、德艺并重。讲学之余，文人登高

赋诗、题壁酬唱，蔚为风雅。岳麓书

院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

地域文运与育才担当；白鹿洞楹联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

心”，昭示读书明理、崇德向贤的追

求。这些诗文楹联融入日常教化，

使高深义理润物无声、深入人心。

世道起伏，文脉有枯荣，然斯文

不绝。每逢动荡之时，书院文人多

能持守气节，安贫乐道，以诗明志，

以文护道。王文清执教岳麓书院，

以诗自励：“裘马翩翩，识者所丑。

饭可断齑，襟可见肘。并力购书，百

城富有。”（《王九溪夫子岳麓书院学

箴九首》）清贫不易其志，以藏书弘

道为己任，书院诗词遂成守护文化、

抵御荒芜的精神旗帜。范仲淹在应

天书院写下“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

何必怨山苗”（《睢阳学舍书怀》），纵

使身处逆境，仍以传承斯文为己任，

不因境遇困顿而放弃初心，“瓢思颜

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以颜

回自比，于清贫中坚守治学初心，这

段书院时光，也铸就了他“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

格局。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以

“弦歌独不嗣，山水无辉光”（《白鹿洞

书院同尤延之提举》）自省自励，深知

书院弦歌关乎文脉存续，以复兴书

院为使命，确立学规，垂范后世。

时代变迁，古代书院的讲学形

式已走入历史，但诗词中蕴藏的书

院文化历久弥新。亲近自然、修身

立德、勤学善思、守文致远，早已融

入民族文化血脉。今日重读书院

诗词，回望书院文明，接续书院文

脉 ，有 助 于 活 化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厚植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文化

建设注入深沉绵长的东方智慧与

人文力量。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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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博物院日前举办的“花映

瓷 韵 —— 河 北 博 物 院 藏 陶 瓷 精 品

展”上，230 余件院藏陶瓷珍品以“花

卉与陶瓷的千年对话”为脉络，从器

形、纹饰、意境、工艺四个维度，系统

呈现了瓷承花形、花在瓷上、瓷随花

美的东方美学韵味。在这片瓷韵花

影之中，一组清代荷形瓷器尤为引

人注目。这组清代荷形瓷器给人的

第一观感便是“不像瓷器”，匠人没

有简单地将荷花荷叶元素化为纹饰

绘制于器物表面，而是追求以瓷土

模拟自然形态本身，将中国瓷器的

仿生美学传统浓缩于方寸之间。

其中，清康熙三彩荷叶形杯造

型优雅别致，整器作荷叶形，敞口、

深腹、平底，下承三足，胎质坚硬，

器身施黄、绿色釉。“三足”的设计，

既 出 于 功 能 的 考 虑 —— 确 保 器 物

摆放稳定，也为荷叶的造型增添了

几 分 青 铜 器 式 的 古 意 。 黄 绿 二 色

釉彩铺陈在胎体上，呈现荷叶舒展

翻卷的自然姿态。康熙三彩以“素

雅工致”著称，不以繁复取胜，而长

于 色 泽 的 沉 稳 与 造 型 的 洗 练 。 此

杯将荷叶的形态微缩成掌中之物，

黄 绿 釉 色 呼 应 自 然 界 荷 叶 的 色 彩

变化，让人仿佛能闻到夏日池塘的

淡淡清芬。

豆青釉荷叶形公道杯则以另一

种 方 式 展 现 荷 叶 之 美 。 公 道 杯 之

制，源自茶道，用于均匀茶汤浓度，

讲究公平分配，故名“公道”。此杯

以荷叶为形，中间立一身穿青衣的

长髯老者。荷叶天然的形态，恰恰

契合了公道杯敞口、广腹、便于倾倒

的功能需求。而荷叶之“亲水”与茶

道之“敬水”，也在这件器物中实现

了诗意的融合。杯身如荷，釉色如

水，倒茶时，那一弯豆青色的弧线，

犹如荷叶承露、露珠滴倾的刹那。

作为文房之器，青花釉里红莲

蓬砚滴尤见匠心。砚滴用于贮存砚

水，以供磨墨，讲究出水流畅、控量精

准。这件器物以莲蓬为形，通体施青

釉，釉色肥润，以釉里红点缀莲藕脉

络，莲蓬顶部巧藏一水孔，注入时便

有水珠徐徐滴落。青花勾勒荷叶筋

脉，愈显恬淡；釉里红点染莲藕，更增

生动。青花与釉里红同为高温釉下

彩，但烧成温度区间不同，需在窑火

中精密把控，方能使青花的蓝与釉里

红的胭红并呈于同一器表而两不相

掩，这对匠人的经验、耐心与技术提

出了极高要求。这件砚滴也充分体

现了清代砚滴“以象生形”的时代特

征——文房器物不再满足于单纯的

实用功能，而是将文人书斋变成了一

方微缩的自然天地。

粉彩荷花笔架则将荷花意象化

为搁笔的器具。与山形笔架追求层

峦叠嶂的雄峻之感不同，荷花笔架

以柔婉取胜，模拟荷花的形态作为

承笔的支撑，或含苞待放，或侧面半

开。清代笔架的造型较之前代更为

丰富，除了传统的山形，桥形、动物

形、花卉形等新样式大量涌现，荷花

笔架正是花卉形笔架的典范之作。

该器将二维的粉彩渲染技法推向三

维的雕塑空间。粉彩以“粉润柔和、

高雅绚丽”著称，笔架上的荷花是两

朵白荷，其间又有翠绿叶片承托着

两朵粉色小花，貌似缠绕荷花而生

的野草闲花，由此衬托出白荷“淡极

始知花更艳”的意境，并让人联想到

荷花的独特品格——“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

还有一件粉彩荷花吸杯，高约 7

厘米，通体作盛开的荷花瓣形，粉白

粉 红 的 花 瓣 间 勾 勒 出 清 晰 的 脉 络

线，花蕊嫩黄明丽，花梗碧绿舒展。

此杯之巧，更在其“芯”——花梗中

空，杯底有一圆孔与之相连，可作吸

管之用，是名副其实的“吸杯”。杯

柄背面竖写墨字楷书“大清光绪三

十四年太湖附近秋操记念”，故又称

“秋操杯”。所谓“秋操”，即秋季军

事训练，是晚清政府检阅陆军新军

编练结果的军事演习。这是为纪念

清军秋季操练而特制的纪念杯。然

而，这场“太湖秋操”并没能顺利落

幕，因慈禧与光绪相继崩逝，秋操被

迫中止，此后又从安徽安庆传来革

命党人起义的消息。一朵“盛开”的

荷花，最终凝固了一个王朝的暮色

苍茫。

这几件荷形瓷器，充分彰显了

匠人对荷花荷叶形态的精准把握和

长期观察积累之后的艺术提炼，其

或以整体造型逼近真实植物的细节

密度，或以色釉变化再现花瓣的生

命节奏，或以三彩块面凸显荷叶的

视觉本质……而这组器物所呈现的

多样化工艺个性，源于清代瓷器生

产制度的变革。清代督陶官制度的

完善与御窑厂体系的成熟，使得器

物生产能够兼顾官方的技术标准与

工匠的个人创造。以景德镇为核心

的瓷器生产网络，汇集了全国最优

秀的工匠与最先进的窑炉技术，不

同窑口的技艺在此碰撞融合，最终

催生了这组风格各异又统一于“以

花塑形”主题的器物。

以荷花制器的传统源远流长，

这些荷形瓷器也是文化符号和审美

取向的物质凝结。荷花在中国文化

中具有丰富而深厚的象征意义：它

既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理想化

身，也是文人雅士追求高洁清雅的

审美趣味的物化呈现。清代宫廷瓷

器造型艺术受文人审美影响甚深，

荷花被视为“花中君子”，将其植入

瓷器造型，也便将“君子比德”的文

化传统移入了日常生活。

（图片均为河北博物院藏品，由

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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